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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建安文学的研究历来多以作者或作品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, 但当时文学文本的流传 , 即
文学接受与传播活动的状况 ,也应是重要的研究方面。互赠诗文 、相互品评 、配乐歌唱及编撰文集
为建安时期文学接受与传播的几种主要形式。而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 ,重文轻笔 , 以及对艺术表






禄是文人现世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 , 而文学则是他们更长久的生命赖以寄托之所在 ,文学的
自觉时代由此揭开其帷幕 。与建安时期“文学自觉”相关 ,文学接受与传播也在有意识地进行 。
作家诗人之间互相品题揄扬 ,促进文学创作的发展 。邺下文人本身既是作者 ,也是读者 , 文学




文人集团为建安文学创作的主力 ,他们经常在一起赋诗作文 , 同游共咏 ,蔚为一时盛况 。刘勰
对此做了相当周详的评论:“自献帝播迁 ,文学蓬转 , 建安之末 ,区宇方辑。魏武以相王之尊 ,
雅爱诗章;文帝以副君之重 ,妙善辞赋;陈思以公子之豪 ,下笔琳琅;并体貌英逸 , 故俊才云蒸 。
仲宣委质于汉南 , 孔璋归命于河北 ,伟长从宦于青土 ,公干徇质于海隅 , 德琏综其斐然之思 ,
元瑜展其翩翩之乐。文蔚休伯之俦 , 子叔德祖之侣 , 傲雅觞豆之前 , 雍容衽席之上 , 洒笔以
成酣歌 , 和墨以藉谈笑 , 观其时文 , 雅好慷慨;良由世积乱离 , 风衰俗怨 , 并志深而笔长 , 故
梗概而多气也。”[ 1] (P272-273)曹丕《与吴质书》云:“昔年疾疫 ,亲故多罹其灾 ,徐陈应刘 ,一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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俱逝 , 痛可言邪。昔日游处 , 行则连舆 , 止则接席 , 何曾须臾相失 。每至觞酌流行 , 丝竹并
奏 , 酒酣耳热 , 仰而赋诗。”在此背景下文学创作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 , 创作活动与接受传
播过程往往联系一起 ,而互赠诗文 、相互品评为其首要环节 。
同仁好友之间互赠诗文的做法在建安时期甚为普遍 。曹植将己作《龟赋》给陈琳看[ 2]
(P565),丁仪作 “小文” ,让曹植为之润饰[ 3] (P595)。孔融 、陈琳都曾将自己所作给曹植过目 。
张 善楷篆 ,自写其文 ,自书其字送与孔融[ 4](P1274)。即使不是馈赠之作 , 朋友之间若见了对
方作品 , 亦予以品评 。如张 在东吴为木冉榴枕作赋 ,陈琳在北地见其文 , 以之示人曰:“此吾乡
里张子纲所作也” 。同样 , 张 见到陈琳《武库赋》 、《应机论》 , “与琳书深叹美之” 。诚然 , 相
互品评并非都是褒扬之词 , 曹植就曾不客气地指出陈琳之才 “不闲于辞赋 ,而多自谓能与司
马长卿同风 , 譬画虎不成 ,反为狗也。前书嘲之 , 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”[ 3] (P595)。至于书信
往来赠答 ,这时期比之前代更为常见 。书信作为一种已然形成的文体 , 在传播媒介尚不发达
的古代 ,借此往来酬答便是一种文学接受与传播不可或缺的手段 , 尤其是互赠者在文中相互




动之中 ,至少与文学脱离不了干系 。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尺牍信札 ,所记的亦非家长里短 ,这些
书信很大部分谈的是文学 ,或议论作家作品 ,或品评创作优劣 ,或表明个人文学观点 ,以至鉴赏
对方书信的文采 。像曹丕的《答繁钦书》 :“上西征 , 余守谯 , 繁钦从。时薛访车子能喉啭 ,与
笳同音 ,钦笺还 ,与余盛叹之 ,虽过其实 , 而其文甚丽 。”[ 6] (P1088)繁钦去信是一篇具有实用性
的推荐信 ,其内容是向曹丕荐举身怀异技的薛访车子 ,但写得文采斐然 ,深为曹丕所赞许 。从
日常的书信中欣赏其文学价值 ,使得书信往来无形成了文学传播与接受活动 。由于是日常书
信 ,不必板着脸说话 ,故往往于中使才任气 ,写得腾挪跌荡 ,富有很强的文学性 ,从曹氏兄弟的
散文名篇几乎皆是书信体就不难想见。书信体文章之流行其实正是交往的需要 ,而文学观念
之独立自觉使得日常的书信交往成了文学接受与传播 。
无独有偶 ,当时赠诗的数量也十分可观 ,曹植尤然 。现存就有曹植的《赠徐干》、《赠丁仪》 、
《赠丁翼》 、《赠王粲》 、《赠白马王彪》 、《又赠丁仪王粲》、《送应氏》;王粲的《赠蔡子笃》 、《赠士孙






这部在中国文学 、文论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 ,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观之 ,这也是一份重要
的文学接受资料 。曹丕在当时为数较多的作家中特拈出七人 ,谈到自己对他们作品的接受态
度及评价:“王粲长于辞赋 ,徐干时有齐气 ,然粲之匹也 。如粲之《初征》 、《登楼》 、《槐赋》 、《征
思》 ,干之《玄猿》 、《漏卮》 、《圆扇》 、《橘赋》 ,虽张 、蔡不过。然于他文 ,未能称是。琳 、王禹之章表
书记 ,今之俊也 。应王易和而不壮 ,刘桢壮而不密。孔融体气高妙 ,有过人者 ,然不能持论 ,理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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胜辞 ,以至乎杂以嘲戏。及其所善 ,扬 、班俦也 。”曹丕的看法对后代读者的接受必然产生影响 ,
“七子”之称便是始于此。王粲 、徐干长于辞赋 ,陈琳 、阮王禹以章表取胜 ,基本上也成为定论 。而
王粲的《登楼赋》由此被视为他的代表作 。在一般接受的基础上将个人的文学接受上升为文学
批评 ,从而在接受—创作 ,读者 —作者之间建立起良性的反馈系统和互动机制 ,因此这种接受
形态不是任意的 ,随机的 ,而是在感性基础上的理性概括 ,它对后代读者的接受显然具有决定
性的作用 。
除《典论·论文》外 , 更多接受者是以书信形式说明自己的接受态度。如曹丕《与吴质书》 ;
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、《与吴季重书》 ;杨修《答临淄侯笺》 ;陈琳《答东阿王笺》 ;吴质《答魏太子笺》
等篇 ,反映了他们互相之间对作品的接受与评价 ,也是当时文学接受与传播活动的具体展示 。
比如对 “七子”文章的接受认识 , 曹植 、吴质的看法与曹丕颇为相似。曹植说 “孔璋之才 , 不
闲于辞赋” 。吴质《答魏太子笺》云:“至于司马长卿称疾避事 , 以著书为务 , 则徐生庶几” , “若
东方朔 、枚皋之徒 , 不能持论 , 即阮 、陈之俦也” 。
作为文坛领袖 , “三曹”的作品在当时就受到普遍认同 。曹操身份地位高 ,一般人不敢对
他妄加指点 , 即使曹丕兄弟所论也不涉及乃父作品 ,仅作泛泛之言:“上雅好诗书文籍 ,虽在
军旅 , 手不释卷”[ 6](P90);“既总庶政 , 兼揽儒林 , 躬著雅颂 ,被之琴瑟”[ 7] (P199)。曹操本人
对当时文章有自己的看法 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的记载可值参照:“昔晋文受册 , 三辞从命 , 是以
汉末让表 , 以三为断。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 ,又勿得浮华 。所以魏初表章 ,指事造实 ,求其靡
丽 ,则未足美矣 。”[ 1] (P220)“昔魏武论赋 ,嫌于积韵 ,而善于贸代。 ……又诗人以 `兮' 字入于
句限 ,《楚辞》用之 ,字出句外。寻 `兮' 字成句 , 乃语助余声。舜咏南风 , 用之久矣 , 而魏武弗
好 , 岂不以无益文义耶!”[ 10] “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 ,然学问肤浅 ,所见不博 ,专拾掇崔 、杜
小文 , 所作不可悉难 , 难便不知所出 , 斯则寡闻之病也。”[ 1] (P235)曹操的喜恶显然直接影响
到建安文学创作 ,魏初文章质胜于文 , 于此或可见其之由 。至于曹丕作为文坛的实际领导者 ,
在当时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, 因此有关他的作品的接受情况较多 , 难免会有一些 词 。与曹操
有所类似 , 诸人对曹丕的评价笼统的居多 , 具体的偏少 。如吴质所言:“伏维所天 , 优游典籍
之场 , 休息篇章之囿 , 发言抗论 , 穷理尽微 ,扌离藻下笔 , 鸾龙之文奋矣。虽年齐萧王 ,才实百
之。此众议所以归高 , 远近所以同声。”[ 8] (P566)卞兰对曹丕更是赞美有加:“窃见所作典论 ,
及诸赋颂 , 逸句粲然 , 沉思泉涌 ,华藻云浮。听之忘味 ,奉读无倦。”[ 9] (P1123)曹植在《魏德
论》 、《文帝诔》中对曹丕的评价重在其文学活动或学问才华方面 ,似乎只是应景文字而已 。但
从吴质 、卞兰乃至刘桢等人对曹丕作品的接受情况 , 可知曹丕在当时文坛的实际影响力 , 尤
其身为储王而至君主褒掖文风 , 推尊文士 , 躬行力倡 ,在中国文学史上实为首见 。故谢灵运
在《拟魏太子邺中集序》中道:“建安末 , 余时在邺宫 , 朝游夕宴 , 究欢愉之极。天下良辰美景 ,
赏心乐事 , 四者难并 。今昆弟友朋 , 二三诸彦 , 共尽之矣。古来此娱 , 书籍未见。何者?楚襄
王时有宋玉 、唐 、景 , 梁孝王时有邹 、枚 、严 、马 , 游者美矣 , 而其主不文。汉武帝徐乐诸才 , 备
应对之能 , 而雄猜(才)多忌 , 岂获晤言之适 ?”[ 10] (P437)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移至文学活动之
中 , 领导着文学活动 ,使得原来个体性很强的文学创作与接受成为相当普遍自觉的活动 ,这对
文学接受与传播十分有利 , 必然促进文学创作蓬勃发展。与曹丕有所相似 , 曹植在当时同样
得到众人的广泛赞誉 , 但也较浮泛 。其中唯陈琳《答东阿王笺》谈到他对曹植《龟赋》的接受:
“昨加恩辱命 ,并示《龟赋》 , 披览粲然 。君侯体高世之才 ,秉青萍 、干将之器 ,拂钟无声 ,应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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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。 ……音义既远 ,清词妙句 ,焱绝焕炳 。”
从诸人对曹氏兄弟的评语来看 , 其“华藻云浮” 、“清词妙句”为人所共赏。扌离藻铺彩乃丕 、
植之同好 ,不同在于丕似兼学问典籍 , 所谓 “优游典籍之场”[ 8] (P566), “逍遥乎六艺 ,兼览儒
林”[ 11](P216);而曹植似乎更偏重“文采之巨丽 , 而慰喻之绸缪”[ 12](P595)。稍后的鱼豢也说:
“余每览植之华采 , 思若有神 。以此推之 , 太祖之动心 , 亦良有以也”[ 13] (P1297)。注重文章之
华采 ,正是重视文学性的表现 。自觉接受他人的批评 ,了解他人对自己文章的接受状况 ,从而
达到提高创作水平的目的 , 使得文学接受真正起到促进文学创作的作用 ,在曹植那里有突出
表现 。如其自述:“世人著述 ,不能无病 , 仆常好人讥弹其文 , 有不善者 , 应时改定。”[ 13] (P593)
故接受者并非无原则地对作品一味加以褒扬 ,而是如实说出个人的感受 , 曹植对陈琳作品正
是持这种态度。
二
互赠诗文 、相互品评既是一种接受活动 ,也是有效的文学传播过程 ,这也是古代文学接受与
传播颇为普遍的形式 ,特别在印刷术还不很发达的时代 ,大规模的印刷传播不大可能 ,所以只能
在志趣相投者之间以赠送传抄的形式加以传阅 。若要在更大的范围流传 ,借助相应的音乐手段
或是必须的 。所以诗作写毕 ,配乐而歌也是当时文学传播的一种方式。当然 ,创作者本身必须熟
谙音乐。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注引《魏书》曰:(曹操)“登高必赋 ,及造新诗 ,被之管弦 ,皆成乐章。”又
引张华《博物志》曰:“汉世 ,安平崔瑗 、瑗子宀是 、弘农张芝 、芝弟昶并善草书 ,而太祖亚之。桓谭 、蔡
邕善音乐 ,冯翊山子道 、王九真 、郭凯等善围棋 , 太祖皆与埒能” 。而且 ,曹操于建安十年(205年)
平定冀州 , “作鼓吹自称万岁 ,于马上舞”。后来出征乌桓 ,斩乌桓 顿 , “系马鞍 ,于马上扌卞舞”
[ 14] (P213)。曹操所作几是乐府 ,这与他所具备的音乐修养不无相关 ,史称魏武“好音乐 ,倡优在
侧 ,常以日达夕” ,或可见其一斑[ 15] (P54)。从匡济天下抱负出发 ,曹操本人对音乐人才也很重视。
《晋书·乐志》载:“魏武挟天子而令诸侯 , 思一戎而匡九服 , 时逢吞灭 , 宪章咸荡。及削平刘表 ,
始获杜夔 , 扬鼙总干 ,式遵前记。三祖纷纶 , 咸工篇什 , 声歌虽有损益 , 爱玩在乎雕章。是以王
粲等各造新诗 , 抽其藻思 , 吟咏神灵 , 赞扬来飨。”又说:“及魏武平荆州 , 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 ,
能识旧法 , 以为军谋祭酒 ,使创定雅乐。时又有散骑侍郎邓静 、尹商善训雅乐 ,歌师尹胡能歌宗
庙郊祀之曲 ,舞师冯肃 、服养晓知先代诸舞 ,夔悉总领之 。”
对传统音乐进行改造的同时 ,吸收改造外族音乐也是一项举措 。曹操定秦中 ,当地“其俗
喜舞 ,高祖乐其猛锐 ,数观其舞 ,后使乐人习之。阆中有渝水 , 因其所居 , 故名曰《巴渝舞》 。
舞曲有《矛渝本歌曲》 、《安弩渝本歌曲》 、《安台本歌曲》 、《行辞本歌曲》总四篇 , 其辞既古 , 莫
能晓其句度。魏初 , 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 。粲问巴渝帅李管 、种玉歌曲意。试使歌 ,听
之 ,以考校歌曲 ,而为之改为《矛渝新福歌曲》 、《弩渝新福歌曲》 、《安台新福歌曲》 、《行辞新福歌
曲》 , 《行辞》以述魏德 。黄初三年 , 又改《巴渝舞》为《昭武舞》 。”[ 16](P693-694)《隋书·何妥传》
曰:“至于魏 、晋 ,皆用古乐 。魏之三祖 ,并制乐词 。”清唱的形式也间而有之 , 《宋书·乐志》云:
“《但歌》四曲 , 出自汉世 。无弦节 , 作伎 , 最先一人倡 , 三人和。魏武帝尤好之。”[ 17] (P603)
“但歌”乃“徒歌” 。宋志中仍保留不少魏武 、魏文配乐的诗章 ,其中多是传世的名篇 。郭茂倩
《乐府诗集》卷六十一《杂曲歌辞题解》谈到“汉魏之世 , 歌咏杂兴” , 又说:“阮王禹之《驾出北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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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》 ;曹植之《惟汉》 、《苦思》 、《欲游南山》 、《事君》 、《车已驾》 、《桂之树》 、《磐石》 、《驱车》 、《浮
萍》 、《种葛》 、《吁嗟》 、《鱼假鱼差》等篇 , ……如此之类 , 其名甚多 。或因意命题 ,或学古叙事 。”借助
音乐手段 , 促使文学文本得以传播 , 显然也是建安时期文学接受与传播的一种形式。
抄录编集(自编或他编)也是建安时期文学传播的手段之一 ,尤其是由创作者自身来编定
传播可谓是其特色。《三国志·文帝纪》载:“初 ,帝好文学 ,以著述为务 ,自所勒成垂百篇 。又
使诸儒撰集经传 , 随类相从 , 凡千余篇 , 号曰《皇览》 。”曹丕还为 “七子”编集写序 。孔融死
后 , 曹丕以金帛募取孔融文章 , “所著诗 、颂 、碑文 、论议 、六言 、策文 、表 、檄 、教令 、书记 , 凡二
十五篇”[ 18](P2279)。《三国志·司马朗》传注引《魏书》亦道:“文帝尚朗论 , 命秘书录其文” 。曹
丕集现存尚有《陈琳集序》 、《建安诸序》等。曹植也自编有《前录》[ 19] (P434), 魏帝在曹植死后
又为其结集:(明帝景初中诏)“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 , 副藏内外”[ 20]
(P576)。抄录己作赠与友人 ,甚或敌国 , 时也可见。曹植曾给杨修送去自己生平著作:“今往
仆少小所著词赋一通相与 。”[ 3](P594)曹丕“以素书所著《典论》及诗赋饷孙权 , 又以纸写一通与
张昭”[ 21] (P89)。
勒石奏示也是当时所能有的传播形式。“(严苞)黄初中 , 以高才入为秘书丞 , 数奏文赋 ,
文帝异之 。”[ 22] (P421)另 , 《三国志·明帝纪》载 , “(太和四年春二月戊子)诏太傅三公以文帝《典
论》刻石 ,立于庙门之外” 。此二则说的虽是黄初 、太和间事 , 但勒石铭文自古就有 , 以此作为
文学传播的一种手段恐怕须在文学观念自觉之后 。而曹氏父子文集之盛前所未有 , 后人对此
已有评论 。明代胡应麟曰:“自汉而下 , 文章之富 , 无出魏武者 ,集至三十卷 ,又《逸集》十卷 ,
《新集》十卷 , 古今文集繁富 ,当首于此 。陈思集亦五十卷 ,魏文二十三卷 ,明帝十卷。吁 ,曹氏
一门何盛也 !今惟陈思十卷传 。武 、文二主集仅二三卷 ,亡者不可胜计矣 。”[ 23](P261)曹氏父
子文集数量之多除了他们锐意创作之外 ,有意识地编集传播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。
三
从建安时期的文学接受与传播状况来看 , “期待视界”变化是其突出特点 ,即随着文学的
地位提高 , 文学的特性也被进一步认识 , “属文”赋诗 ,读诗赏赋 ,皆注重其可欣赏的价值 , 文
学因此成为一项神圣的事业。即使曹植出于某种原因 , 声称 “辞赋小道 , 固未足以揄扬大义 ,
彰示来世也 , ……岂徒以翰墨为勋绩 , 辞赋为君子哉?”但是他还得承认:“仆少小好为文章 ,
迄至于今 , 二十有五年矣 。”[ 3](P593)曹丕更是将文学看作是 “经国之大业 , 不朽之盛事” ,开
启崇文之风。以华采丽藻为特征的诗赋成为建安时期 “文”的代表 ,不同于汉人将辞赋看作具
有“兴废继绝 , 润色鸿业”的功能 , 注重辞赋的 “劝讽”作用 。邺下文人似乎更看重它以华采丽
藻取胜的文学特性 ,所谓 “诗赋欲丽”正是着眼于此。
对文学的期待还表现在曹操为诸子官属设置“文学” 。建安八年(203年)年秋 , 曹操下《建
学令》 :“丧乱已来十有五年 , 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 ,吾甚伤之 , 其令郡国各修文学 , 县满
五百户 , 置校官选其乡之俊 ,造而教学之 ,庶几先王之道不废 ,而有以益于天下。”[ 24](P550)建
安十六年(211年)春正月 , “是时太祖诸子高选官属” 。丕 、植兄弟皆设有文学 ,应王易 、苏林 、刘
、刘桢 、王昶等人曾为五官将文学;司马孚 、毋丘俭 、郑袤 、邯郸淳等为植之文学 ,徐干还先后
当过丕 、植文学 。这些“文学”大抵类似后代的教官或文学侍从 ,文学活动应是他们与诸子日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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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内容之一部分。吴质所说的:“昔侍左右 , 厕坐众贤。出有微行之游 , 入有管弦之欢 。置
酒乐饮 , 赋诗称寿。”[ 8] (P566)或许正是他们平时的活动情景 。他们中有的是作者 ,但更多的或
许是读者听众 , 如“太子燕会 , 众宾百数十人”[ 25] (P353)。
文学作为一种专职 , 读者对文学的期待必然有了更高要求。文学的写作技巧 , 审美价值
也就进入人们的“期待视界” , 文学不再作为经学儒学的附庸 ,显得无足轻重 , 或者以经世教
化为其使命 , 以至失去它固有的生机。期待视界的变化导致一些创作手法 、体裁 、题材被淘
汰 , 而另一些则被采用。乐府诗文人化和五言诗普遍运用便是突出例子 ,七言诗此时也已成
形。从柏梁体以来 ,七言诗的文学性越来越突出 ,曹丕的《燕歌行》即是说明 。舍此之外 , 六
言 、杂言等形式也同时并存 ,文学内在的丰富性多样性已成为接受者和创作者的自觉追求 。题
材方面 , 同题共咏之风实即反映了群体接受的标准 ,亦可见当时接受者的接受心态和审美评
价。从现存同题共作的诗文来看 , 其题材较集中的有弃妇 、咏物 、纪游 、写景 , 追求感性和审
美是其特点。弃妇命运悲惨凄怆 ,极为适合作文学的吟咏抒发 ,邺下文人自身生活中并无此遭
遇 , 对他人命运或这种现象进行铺写吟咏 , 虽然有 “代人诉说衷肠”之嫌 ,这正是他们追求文
学审美效果 , 由当时注重情感抒发的期待视界所决定 。咏物 、纪游 、写景题材也是如此 。事物
之美及主体自我的审美经验显然是作者所要表现的目的 ,也是接受者乐于接受的对象 ,这一切
皆根植于此时文学期待视界之变化 。因此伴随“并怜风月 , 狎池苑 , 述恩荣 , 叙酣宴”[ 26]
(P35)而来的同题共咏之风不仅是建安文学创作方面的一种风气 ,从中完全可以看出当时接受
者的“期待视界” 。
邺下文人的文学活动其实也是接受活动 ,因为交往关系时时贯穿其中 。值得注意的是 ,这
时期的人际交往有了新的内容 。徐干在其《中论·谴交》中不满当时所谓的“名利之交” , 客观
上反映了从古代“会聚饮食 , 皆有其节 , 不得怠荒 , 以妨生务 , 以丽罪罚” 到后代“群行方外 ,
而专治交游者” 的变化 。一些士子为在仕途上寻找出路 ,不得不外出游历。由此可知 , 由于
社会生活变化 , 社会交游也趋于广泛 , 建安时期的文人交游应该与这一背景不无关系。不
过 ,从文学接受与传播的角度观之 , 在交往活动中交流和总结艺术经验 ,这使他们在一定程度
上摆脱了具有控制关系的历史 , 使人的行为具有价值的独立自主性 ,积淀着以艺术经验为主
的历史的审美经验使人的日常经验发生质的变化 , 起到净化的作用 。这使邺下出现了中国文
学史上首次真正具有文学意义的文人集团。“人的自觉”与艺术经验的获得 , 必然使他们将文




个大致的标准 ,并以此定其高下 , 其中突出的一点即文重笔轻。从曹丕兄弟对七子等人的评
价不难看出 , 王粲 、刘桢以诗赋胜故为优 , 陈 、阮次之 。文章词采成为衡量一个有才华的作家
不可忽视的要素 。同时 , “典籍”在赋诗作文中也受到重视 ,这在诸人对曹丕曹植兄弟诗文的
评价中可见一斑 。从而由曹操的通脱 ,无所假借到曹丕 、曹植注重文采用事的变化 ,在读者接
受态度里得到反映。果如前人所言 ,六朝重藻饰及用典的风气 , 建安时期实已开其端倪 。曹
丕之“驰骋典籍之场” , 在当时颇为令人瞩目 , 固然说明尚未形成一种更为广泛的创作风气 ,
然而以丕之地位带头从事 , 必有风从草偃的效果 。故建安文学在革除汉文芜杂而为通脱 , 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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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物而为抒情的同时 ,几乎也在承袭一些旧制 , 呈示出一定的历史相沿轨迹。
在个体接受方面接受者个人的喜厌好恶有重要作用 ,像曹植对丁仪 、陈琳的不同态度固然
有其客观依据 , 但丁仪与曹植的密切关系恐怕对此并非毫无关系。曹丕则在其文章中从不提
他对丁仪以及曹植作品的见解 , 而对其他诸子却津津乐道 。似乎有意与曹丕唱对台戏 , 曹植
一反乃兄将文学视为神圣事业的说法 ,公然宣称“辞赋小道 ,固未足以揄扬大义 ,彰示来世也” 。
个体接受由于各人趣尚不同 ,性格差异诸多原因造成接受态度与方式殊别 , 然而曹氏兄弟意
见相左显然不是这些方面的问题 ,实际上其内在的认识应该是一致的。这使建安时期文学接
受的群体特征更为彰显 , 期待视界有一个相对可衡量的标准 。或许正是因此 , 建安文学创作
得以形成一个相当统一的风格特征 , 所谓“慷慨悲凉”的“建安风骨” ,这也是其他时代所不曾
有的状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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